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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

———基于湘皖两省水稻种植户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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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实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有效路径,其对乡村振兴和农业

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湘皖两省３０２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从劳动力兼业

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两个角度出发,采用probit模型和IVＧprobit工具变量法分析农

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

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相较于技术密集型环节,农户兼业

化对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促进作用更大.②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在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行

为中表现出不同特征,规模户倾向于购买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服务,低兼业户则会减少在此

环节的外包;通过工具变量法纠正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

结果依然稳健.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重点扶持薄弱环节,制定差异性

的外包支持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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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在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实现粮食增产增收[１]、改善

农民福利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环节外包能够弥补农业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保证农业生

产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环节外包可将先进技术引入农业生产[２],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例如,农业服

务组织通过为农服务的形式,将深松整地、统防统治、有机肥代替化肥等绿色高效技术直接应用到农

业生产中,实现农业绿色和可持续发展[３].此外,外包还能获取环节服务规模经济,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鉴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

政策鼓励支持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发展,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鼓励农业服务企业、农民合

作社等主体开展面向小农户的生产性服务.
然而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多重优势的发挥需要建立在微观生产主体有效需求的基础上,当前我国

农业微观生产主体普遍存在兼业经营的现象,考察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具有重要意

义.学术界关于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影响已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部分

学者认为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有正向促进作用.苏卫良等和纪月清等都提出非农就业增加

会促使农户家庭购买农机服务以替代减少的劳动力[４Ｇ５];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胡雯等指出非农

就业对农业环节外包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认为农户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越高,农业生产规模可能越

小,购买外包服务的支出也会越低[６];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农户兼业仅对个别环节外包有促进作

用.如蔡荣等认为非农就业仅对植保环节外包有正向作用,而对其他环节外包并没有显著影响[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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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已有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还可能存在以下不足:(１)现有文献在研究农业生产

环节外包时虽考虑了农户兼业这个影响因子,但只将其作为一个控制变量,鲜有对二者间的作用机理

进行系统分析和阐释.(２)已有研究把农户兼业笼统看成一个整体,没有考虑农户兼业的异质性,不
同兼业类型农户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可能不同.(３)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以往研究较少考虑,本文尝试运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基于此,本
文从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两方面衡量兼业程度,进一步考虑异质性兼业农户对农业

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农户兼业与生产环节外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以
期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背景下,为促进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发展提供有益补充.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１．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

农户兼业是农户依据家庭资源禀赋优势对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之间重新配置资源

的结果.为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农户将家庭劳动力优先配置到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引致农业劳

动力的结构性紧缺.这种务农劳动力的减损效应势必引起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根据诱导

性技术变迁理论,要素禀赋改变会引起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在效率引导下,农户使用成本相对较低

或者下降的要素替代成本较高或者上升的要素[８].随着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农户更有可能通过增

加外包服务替代短缺的劳动力.与此同时,农户兼业活动的增加会大幅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即兼业具

有收入增加效应.收入水平越高,农户面临的资金约束性越低,购买外包服务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

此,随着兼业化程度以及兼业收入的提高,农户对土地依赖的程度降低,家庭从业重心向非农产业转

移.为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农户可能更倾向于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以节省出更多劳动力参与非农

生产.

２．不同兼业类型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

不同家庭的非农生产能力和农业生产能力各不相同,理性农户根据比较优势决定家庭从业重心

向农业转移还是向非农产业转移,并逐渐促成了农户分化.分化后的农户在资源禀赋、生计方式等方

面的差异,势必影响其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响应态度和响应行为.具体表现为:以兼业收入为主的

高兼业户面临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和较低的资本约束,在农业生产中倾向于增加外包服务以弥补家

庭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以农业收入为主的低兼业户通常面临较强的资本约束和较弱的劳动力数

量约束,为规避农业外包服务质量的不确定性和节省成本支出,更倾向于自我服务;而种植面积较大

的规模户在农业生产中不仅需要较多的劳动力,还需具备应对各种病情灾害的能力,当家庭内部劳动

力不足或不具备应付农业生产的技术能力时,其更倾向于通过购买专业化的外包服务来保证农业产

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１:随着农户劳动力兼业化程度和农户兼业收入比重的提高,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

概率将越高.
假说２: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产生不同影响,规模户为保证农业产量和提

高农业效率,倾向于增加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而低兼业户为节省家庭支出则倾向于减少农业生产环节

外包.

　　二、数据来源、描述与模型设定

　　农作物品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环节的复杂性[９],由此作用于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对自我服

务和外包服务的选择差异.水稻和小麦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但两个品种的生产环节特性相差较

大.总体而言,小麦生产环节简单、技术的可模仿性强[１０],基本实现了机械对劳动的替代[１１],购买外

包服务是大多数小麦种植户的首选[１２].而水稻生产环节繁杂,劳动强度大,机械对劳动的替代没有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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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实现,且某些生产环节的外包服务监督成本较高,农户购买外包服务的意愿较低.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认为选择外包服务发展不完善的水稻作物作为研究品种更具有代表性.

１．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２０１８年７—８月在湖南和安徽展开调研.之所以选择这两个省份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

虑:一是湖南和安徽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水稻主产省,在我国水稻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农

业年鉴２０１８»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湖南和安徽水稻种植面积分别为４２３８．７千公顷和２６０５．１千公顷,占
全国水稻种植总面积的２２．３％,稻谷产量分别为２７４０．４万吨和１６４７．５万吨,占全国稻谷总产量的

２０．６％.二是湖南和安徽也是我国传统的人口净流出省,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湖南和

安徽所属的中部地区农民工输出一直呈稳定增长趋势,人口流动比例维持在较高水平.在综合考虑

水稻生产外包发展情况和地方农调队建议的基础上,在每个样本省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

３个市,并在各市随机选取２个县,各县随机选取２个村,各村选取１２~１５个种植户作为调查对象.
为保证数据真实可靠,采取入户调查方式与水稻种植户进行面对面访谈.此次调查在湖南省岳阳市、
常德市、益阳市和安徽省滁州市、淮南市、六安市共发放问卷３４５份,剔除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的样本,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３０２份.

值得说明的是,不同水稻生产环节的属性特征各有差异,已有学者依据水稻环节对劳动量和技术

的需求特性划分为劳动密集型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前者包括耕地、收获等环节,后者包括育秧、植
保等环节[１３Ｇ１４].劳动密集型环节具有市场发育相对完善,机械化程度高,服务质量易监督且对农作物

产量影响较小等特征;而技术密集型环节具有技术性较强,服务质量不易监督,外包风险较高,容易发

生道德风险且对农业产量影响较大等特征,如在植保环节中农药配置比例、作业时间、喷洒均匀度等

都直接影响防治效果,进而影响水稻产量.因此,考虑到农户兼业可能对不同生产环节的作用不同,
本文分别选取耕地环节和植保环节作为劳动密集型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代表进行研究.

２．数据描述

图１　劳动力兼业化水平的外包程度差异

图２　农户兼业类型的外包程度差异

在农业生产决策者个人特征上,男性比例高于女

性;多数年龄在５０~６０岁;文化水平以初中及以下为

主;在样本的家庭特征中,家庭兼业收入占比５０％及以

上的占５２．６５％;家庭务农人数２~３人的占６０．９３％;家
庭兼业人数在２人以内的占８０％以上.

(１)农户兼业化与两类生产环节外包.根据兼业人

数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划分为４个区间,并测算了不

同兼业化水平下两个环节的平均外包程度.由图１可

知,随着家庭劳动力兼业比重的提高,农户在耕地环节

和植保环节的外包程度均呈现增长趋势.
(２)不同兼业类型农户与两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

差异.本文依据兼业收入比重并综合考虑种植面积将

农户划分为规模户、高兼业户和低兼业户三种类型①.
由图２可知,规模户在植保环节外包程度最高,与高兼

业户和低兼业户具有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规模户种植

规模大,在农业生产中更需要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技术服

０４

① 学界常用的按农户收入比重划分兼业类型可能混淆了不同种植规模农户间的差异.不同种植规模农户面临的资源禀赋约束各

不相同,势必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响应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考虑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基础上按照农户收入

比重对农户进行划分.借鉴张瑞娟等[１５]相关研究以及国家统计局规模化标准的界定,将土地面积５０亩作为划分规模户和小农

户的标准,定义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在５０亩(含)以上的为规模户;将耕地经营规模在５０亩以下,且家庭兼业收入比例高于５０％
(含)的农户定义为高兼业户;将耕地经营规模在５０亩以下,家庭兼业收入比例低于５０％的农户定义为低兼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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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尤其在技术密集环节更倾向于购买专业化的技术服务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低兼业户在耕地环节

和植保环节的外包程度均为最低,可能的原因是低兼业户家庭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在农业生产中更

倾向于利用家庭内部劳动力完成农事活动,以降低农业成本投入.

３．研究设计及变量选取

作为农业生产微观主体,农户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会选择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方案[１６].本

研究中,农户选择结果为自己作业或服务外包,是一个二元选择变量.因此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分

析农户的生产环节外包行为.为深入探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本文分别从劳动力

兼业程度和兼业收入占比两方面对农户兼业化水平进行量化,并构建以下模型:

Prob(yi＝１)＝φ(a＋β１iLTi＋β２iHCi＋β３iECi＋β４iOCi＋δD＋εi) (１)
式(１)中,LTi 表示农户兼业比重,即家庭兼业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农户兼业比重越

高,表示劳动力兼业化水平越高.在测算家庭兼业劳动力数量时,考虑到农内转移已成为我国农业劳

动力的重要转移领域.因此,本文家庭兼业数量不仅包括非农工作就业人数,同时也包括农业打工人

数;此外,家庭兼业的绝对数量也是衡量劳动力兼业化水平的一个标志,将此指标纳入模型,亦可检验

前述结果的稳健性.
在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将控制变量分为农业生产决策者变量(HCi)、资源禀赋特征变量

(ECi)、环境变量(OCi)以及地域虚拟变量D;β１i、β２i、β３i、β４i、δ表示模型估计参数.
(１)农业生产决策者变量.①性别.与女性相比,男性在劳动强度及体力等方面更具有比较优

势,购买环节外包的概率可能较低.②年龄.年龄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农户

年龄越大,在农事活动中因精力体力有限倾向于增加环节外包,但另一方面,农户年龄越大,非农就业

机会减少,在自身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为节省农业成本支出则会减少环节外包.③受教育程

度.农业生产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越高,非农就业机会可能越多,务农机会成本更大,在农业生产中更

倾向于增加外包服务.④自评健康状况.农户生产决策者身体健康越好,越能够承受农业生产的劳

动强度,农业生产中可能尽量减少环节外包.
(２)资源禀赋特征变量.①务农劳动力数.家庭务农劳动力越多,农户越能够利用家庭内部劳动

力完成农事活动,减少生产环节外包.②种植规模.水稻种植规模越大,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当
家庭劳动力数量不足以应付农业生产时,将会增加农业生产环节外包.③土地细碎化.土地细碎度

越高越有可能增加机械作业难度,抬高外包服务价格,抑制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④是否拥有农业

机械.农户家庭自有机械会通过自我服务节约生产成本,减少外包服务需求.
(３)环境变量.①外包价格.生产环节外包作为一项服务性商品,必然受到服务价格的影响,外

包价格上升可能会抑制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需求.②是否参加合作社.参加合作社能够降低农户的组

织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外包的可能性.③有无技术员指导.农技员指导能够帮助农户获得专业化

的技术知识,但对农户外包行为的影响不确定.
(４)地域虚拟变量.不同地域间的农户生产行为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分析地区

间农户外包行为的差异.所有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１.

Prob(yi＝１)＝φ(a＋β１iLIi＋β２iHCi＋β３iECi＋β４iOCi＋δD＋εi) (２)
式(２)中,因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与式(１)设定相同,其中重点关注的核心变量是收入兼业化水平

LIi,该变量表示农户兼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同时,为进一步探讨兼业收入对农业生产环节

外包的影响,本文将农户划分为规模户、高兼业户和低兼业户三种类型.

Prob(yi＝１)＝φ(a＋δ１ M１＋δ２M２＋＋β２iHCi＋β３iECi＋β４iOCi＋δD＋εi) (３)
式(３)中重点考察的变量是M１ 和M２,关键变量M１ 和M２ 分别是取值为１和０的虚拟变量.M１

等于１表示规模户,等于０表示其他农户;M２ 等于１表示低兼业户,等于０表示其他农户;M１ 和 M２

的系数分别表示在某类生产环节外包上,规模户和低兼业户与基准高兼业户的差异.因在对不同类

型农户划分时已考虑到了种植规模,式(３)中控制变量剔除了种植规模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上述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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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赋值或说明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耕地环节是否外包 自己作业＝０;服务外包＝１ ０．６１ ０．４９ ０ １
植保环节是否外包 自己作业＝０;服务外包＝１ ０．３６ ０．４８ ０ １

劳动力兼
业化水平

农户兼业比重

(家庭既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打工或非农工
作的劳动力＋仅从事农业打工或非农工作
的劳动力)/家庭劳动力总数

０．５６ ０．２８ ０ １

农户兼业数量 农户兼业绝对数量 １．５３ ０．９４ ０ ５

收入兼业化水平

兼业收入比重 农户兼业收入/农户家庭总收入 ０．５５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９９
其中,规模户 耕地面积在５０亩(含)以上 ０．３０ ０．４６ ０ １

高兼业户
耕地面积５０亩以下且家庭兼业收入比例高
于５０％(含)的农户 ０．４６ ０．５０ ０ １

低兼业户
耕地面积５０亩以下且家庭兼业收入比例低
于５０％的农户 ０．２３ ０．４２ ０ １

农业生产决策者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女＝０;男＝１ ０．９５ ０．２２ ０ １
年龄 实际年龄/周岁 ５４．１４ ９．４２ ２９ ８７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或中
专＝４;高中或中专以上＝５

２．３６ １．１５ １ ５

自评健康状况 好＝１;一般＝２;不好＝３ １．２３ ０．４６ １ ３

资源禀赋
特征变量

有无机械 无＝０;有＝１ ０．５２ ０．５０ ０ １
家庭务农劳动力 实际劳动力人数 １．９２ ０．８８ １ ６
种植规模 水稻种植规模(亩)的对数值 ３．１１ １．４６ ０．００ ６．５８
土地细碎化程度 田块数/种稻面积 ０．４１ ０．３５ ０．０１ ２．６７

环境变量

耕地外包价格 外包实际价格/元 ７５．２６ ２４．２６ ３０ １２０
植保外包价格 外包实际价格/元 １４．７９ ９．９２ ３ ８０
是否参加合作社 没有参加＝０;参加＝１ ０．４６ ０．５０ ０ １
是否农技员指导 没有＝０;有＝１ ０．１１ ０．３１ ０ １

地区变量 地区 湖南＝０;安徽＝１ ０．４９ ０．５０ ０ １

　　４．工具变量

农户家庭兼业决策是为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家庭成员共同商量的结果,其决策过程受到农户特

征的影响,而这些特征也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决策,因而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可

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已有研究认为村庄中非农劳动力占比、在外地城市工作或生活的亲戚数量等迁

移社会网络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具有重要作用,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可能性较小[１７Ｇ１８].本文选取

“在外工作或生活的亲戚数量”作为农户兼业的工具变量.在外工作或生活的亲戚数量越多,农户越

能够在熟人推荐和帮助下获得就业信息或兼业工作,降低了寻找工作的成本支出,增加非农就业的可

能性,一定程度上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而直观来看,在外工作或生活的亲戚数量不会直接影

响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需求决策.因此,该变量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两个条件.考虑到

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而非连续变量,本文采用IVＧprobit估计方法.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劳动力兼业化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

表２将农户兼业比重和农户兼业数量分别引入模型分析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对劳动密集型环节和

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的影响.回归１和回归３分析农户兼业比重对两类环节外包的影响,回归２和

回归４则是分析农户兼业数量对两类环节外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户兼业比重对劳动密集型

环节外包和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家庭兼业化比例越高,农户购买外包服务

的可能性越高.同样,将农户兼业数量引入模型后,结果与之前一致,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估计结果的

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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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劳动力兼业化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 N＝３０２

变量

耕地环节(劳动密集型环节)

回归１

Coef． dy/dx

回归２

Coef． dy/dx

植保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

回归３

Coef． dy/dx

回归４

Coef． dy/dx

劳动力
兼业化
水平

农户兼
业比重

０．７５４∗∗ ０．２２１∗∗ ０．５２７∗ ０．１６２∗

(０．３５３) (０．０９９) (０．２９０) (０．０８９)
农户兼
业数量

０．４０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８６∗∗ ０．０５７∗∗

(０．１０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７)

农业生产
决策者个

体特征变量

年龄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文化程度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３)

性别
－０．２７６ －０．０８１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３４
(０．４２５) (０．１２４) (０．４０７) (０．１１４) (０．３４３) (０．１０６) (０．３４８) (０．１０７)

自评健康 ０．４５２∗ ０．１３３∗ ０．４９３∗ ０．１３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１
(０．２６１) (０．０７４) (０．２５７) (０．０６９) (０．２０３) (０．０６２) (０．２０４) (０．０６２)

资源禀赋
特征变量

种植面积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５ ０．２７０∗∗∗ ０．０８３∗∗∗ ０．２６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７)
家庭务
农人数

－０．４９６∗∗∗ －０．１４５∗∗∗ －０．６５７∗∗∗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７∗ －０．０５７∗ －０．２４５∗∗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７)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２)

有无机械 －０．８４３∗∗∗ －０．２４７∗∗∗ －０．８８１∗∗∗ －０．２４８∗∗∗ －０．１６６ －０．０５１ －０．１６９ －０．０５２
(０．１９４) (０．０５１) (０．１９９) (０．０５０) (０．１９１) (０．０５９) (０．１９２) (０．０５９)

土地细碎
化程度

－０．８９５∗∗ －０．２６３∗∗∗ －０．９４５∗∗∗ －０．２６５∗∗∗ －１．０７２＃ －０．３３０∗ －１．１２０∗ －０．３４４∗

(０．３５１) (０．０９９) (０．３５２) (０．０９４) (０．６５３) (０．１８７) (０．６５５) (０．１８６)

环境变量

有无技术
人员指导

０．３３２ ０．０９７ ０．３６３ ０．１０２ －０．２９２ －０．０９０ －０．２９３ －０．０９０
(０．２６９) (０．０７９) (０．２７４) (０．０７７) (０．２６９) (０．０８２) (０．２６７) (０．０８１)

是否参加
合作组织

－０．１５５ －０．０４５ －０．１９７ －０．０５５ ０．３１４＃ ０．０９７∗ ０．３２１∗ ０．０９８∗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４) (０．１８６) (０．０５２) (０．１９４) (０．０５８)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８)
耕地外
包价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植保外
包价格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地区变量
－０．０１７
(０．２４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９
(０．２４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８)

０．２３８
(０．１７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５)

０．２３９
(０．１８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６)

截距项 ３．５８４∗∗∗ ３．６６０∗∗∗ －０．４３９ －０．２９８
(０．８４３) (０．８０６) (０．７９９) (０．７６８)

PseudoR２ ０．２２８ ０．２５５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０
Waldchi２(１３) ７０．１２ ７９．６１ ４５．１７ ４５．０２
Prob＞chi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相应变量的标准误,＃ 、∗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进一步分别测算农户兼业比重和农户兼业数量的边际效应,回归１中农户兼业比重的边际效应为

０．２２１,说明农户兼业比重每增加１％,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外包的概率将增加０．２２１％;回归３中农户兼业

比重的边际效应为０．１６２,即农户兼业比重每增加１％,农户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概率将增加０．１６２％.
从农户兼业数量的边际效应来看,回归２和回归４中农户兼业数量每增加１％,农户选择劳动密集型环

节外包和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的概率分别提高０．１１５％和０．０５７％.不难发现,农户兼业是影响农户购

买外包服务的重要因素且对不同环节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相比较于技术密集型环节,农户兼业对劳

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密集型环节市场发育相对较为完善,机
械化程度高且服务质量易监管,农户可放心地将此环节外包;而技术密集型环节对技术依赖性较强且服

务质量监督相对困难,容易发生道德风险,出于对作业质量效果的担心,农户可能会尽量减少该环节的

外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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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中,家庭务农人数和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家庭务农劳动

力越多,农户选择外包服务的概率越小,这与蔡荣等[７]和张强强等[１９]的研究结论一致.农业生产环节外

包的实质就是家庭外部要素对内部要素的弥补,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农业生产中首先会利用家

庭内部劳动力,只有当家庭劳动力数量不足或不能胜任农事活动时才会购买外包服务;土地细

碎化度越高,农户可能拥有的地块越多,块均面积也就越小,增加了外包服务的作业难度,抑制

了农业外包.
年龄、自评健康状况与有无机械对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外包具有明显影响作用.年龄对劳动密集

型环节外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农业生产决策者年龄越大,其从事非农工作的机会成本

越低,当他还有一定劳动能力可以从事农业活动时就会尽量减少外包服务以节约家庭生产性和消费

性支出;拥有农业机械设备的农户可以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完成农事活动,还有可能为其他农户提供外

包服务成为服务供给方,选择外包的概率较小;农业生产决策者健康状况越差,越难以承受劳动密集

型环节的劳动强度,从而选择外包服务的概率就越大.
种植面积和是否参加合作社对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具有明显影响作用.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

农户可以通过购置农机解决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劳动力需求,但在技术密集型环节仍需要依靠服务组

织提供专业化服务以保障农业产量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与孙顶强等[２０]的研究结果一致.加入合

作社可能提高农民服务的组织化,农户购买外包服务成本降低,提高了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

２．收入兼业化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

表３从收入兼业化角度分析其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本文对模型(２)和模型(３)进行估计,回归５和回归７结果表明,从整体上

看,农户收入兼业化程度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兼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农户购买外

包服务的概率也越高,其余控制变量结果与表２结果一致,此处不再赘述.回归６和回归８是以农户

兼业类型为关键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兼业类型为虚拟变量,对照组为高兼业户.结果表明:与高兼

业户相比,规模户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系数不显著,但在技术密集型环节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

是规模户由于种植规模较大,在面临复杂多变的病虫害时,越偏好将此环节交由专业服务组织提供服

务,以规避自身技术不足问题和保证农业产量.低兼业户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而在技术密集型环节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低兼业户面临劳动力数量约束弱而资本约束强的特征,家
庭收入来源有限,在当前粮价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更偏向于通过增加家庭内部劳动力完成农事活动以

节省农业成本支出,同时还能规避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导致的产量不确定性风险.

３．内生性处理:IVＧprobit估计方法

为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IVＧprobit两步法进行处理.鉴于研究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

入兼业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影响的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本文仅从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出发,对
农户兼业与其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探讨.表４是使用工具变量IVＧprobit的估

计结果,第一阶段模型以劳动力兼业程度为被解释变量,第二阶段以是否环节外包为被解释变量.

Wald检验结果后p 值分别为０．０６５和０．０１５,故可在１０％和５％的水平上认为农户劳动力兼业比重

为内生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剔除模型内生性的影响是必要的.
从第一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工具变量“在外工作或生活的亲戚数量”对于内生变量具

有较强的解释力,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外工作和生活的亲戚数量越多,兼业

劳动力的占比越高,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在外工作和生活的亲戚数量通过社会网络或引导示范作用,吸
引更多农户加入兼业队伍.第二阶段回归得出的结果显示农户兼业对耕地环节和植保环节均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结果与回归１和回归３的结果一致,这表明使用IVＧprobit估计法剔除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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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收入兼业化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 N＝３０２

变量
耕地环节(劳动密集型环节)
回归５ 回归６

植保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
回归７ 回归８

收入兼业化水平

兼业收入比重 ０．７９９∗∗ ０．７５３∗∗

(０．３３３) (０．３１７)

规模户
０．００６ ０．６６９∗∗∗

(０．２２８) (０．２３６)

低兼业户
－０．３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２０８) (０．２１９)

农业生产决策者
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文化程度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２)

性别
－０．２３５ －０．２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９２
(０．４２９) (０．４２４) (０．３５３) (０．３７１)

自评健康 ０．４６８∗ ０．４３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９３
(０．２４４) (０．２２７)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８)

资源禀赋特征变量

种植面积
０．１２４ ０．３４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７)

家庭务农人数 －０．４９１∗∗∗ －０．４９９∗∗∗ －０．１９５∗ －０．２３９∗∗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２)

有无机械 －０．８６３∗∗∗ －０．８７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９
(０．１９３)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０)

土地细碎化程度 －１．０１２∗∗∗ －１．００８∗∗∗ －１．１４８∗ －１．２７９∗∗

(０．３４９) (０．３１５) (０．６５１) (０．６１０)

环境变量

有无技术人员指导
０．３２３ ０．３６９ －０．３１１ －０．２９９
(０．２７４) (０．２７６) (０．２５９) (０．２６６)

是否参加合作组织
－０．１５１ －０．１２１ ０．３１０＃ ０．３７７∗∗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１)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０)

耕地外包价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植保外包价格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地区变量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４ ０．２７６ ０．３１６∗

(０．２３６) (０．２３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７)

截距项 ３．２３３∗∗∗ ４．２９７∗∗∗ －０．９７３ ０．５７６
(０．８９９) (０．７６９) (０．８４５) (０．６７２)

PseudoR２ ０．２２７ ０．２２０ ０．１９１ ０．２０１
Waldchi２(１３) ７７．３９ ８３．０６ ４５．９７ ４８．０８
Prob＞chi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４　 劳动力兼业化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工具变量IVＧprobit法 N＝３０２

变量名称
耕地环节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植保环节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兼业劳动力占比 １．９８８∗∗∗ ２．１７０∗∗∗

(０．７６２) (０．７８８)

在外工作或生活的亲戚数量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Waldtestofexogeneity: Waldtestofexogeneity:

chi２(１)＝３．４０,Prob＞chi２＝０．０６５ chi２(１)＝５．８９,Prob＞chi２＝０．０１５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户兼业不仅是当前农户家庭的一种普遍生产状态,也是未来农户的主流类型[２１].本文选取了

农户兼业的多个衡量指标,利用２０１８年在湖南和安徽的实地调研数据,对兼业农户的生产环节外包

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农户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具有显著正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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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相比较于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对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促进作用更大.②收入

兼业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在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行为

中表现出不同特征,规模户倾向于购买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服务,而低兼业户则会减少在此环节的

外包.
农业生产托管的实质就是农业生产环节的外包.上述结论为我国现行实施的以农业生产托管为

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推行提供了科学依据,有着丰富的政策启示:一是继续完善农业生产性服

务体系.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集聚,农户兼业程度将不断上升,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需求将

进一步增加.因此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市场引导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农业专业服务组织或个

人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提高专业化服务的可获性.二是对不同类型生产环节外包的补贴激励政策应

有所侧重.上述研究发现,农户兼业对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的促进作用较小,但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

在农业生产中具有更大的生产率效应、环境效应和农产品质量效应[２２].因此现行农业社会化服务补

贴政策应重点向植保等技术密集型环节倾斜,降低农户购买服务成本,提高外包服务率.三是结合不

同类型农户的外包需求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外包支持制度.如对于规模户而言,政府应重点支持外包

服务组织的规范化发展,保证农户在此环节外包服务购买的可得性和服务质量的保障性.而对于低

兼业收入群体,政府可以通过统一购买服务形式,直接将农户纳入农业外包服务的范围,缓解其家庭

资金约束,发挥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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